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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以及跨境河流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的发源地，为东南亚和南亚约16亿人口
提供重要的淡水资源。然而，青藏高原所经历的气温上升几乎是全球变暖速率的三倍，导致了冰川退缩、
积雪减少、多年冻土层融化等现象。基于青藏高原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径流观测数据，研究揭示了青藏高
原气候条件的转变显著影响了河流源区径流量的变化。结果表明：①五条河流源区的年平均气温呈稳定
上升趋势，1998年后的变化趋势为每十年上升0.38 ℃，是1998年之前变化速率的三倍；②源区径流变化
主要受降水变化的影响，1998年后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源区径流呈下降趋势，变化幅度为每
十年减少3 × 109~5.9 × 109 m3（每十年减少9.12%~16.89%）；③唐乃亥和兰州流域降水增加，导致径流以
每十年8.04%和14.29%的速度增加。尽管黄河源区径流增加可能会缓解一些水资源问题，但是1998年
以来青藏高原东南部河流源区径流下降趋势可能导致东南亚和南亚数十亿人面临水资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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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藏高原，又称“亚洲水塔”，是包括长江、黄河、

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湄公河）、恒河、印度河和怒江在

内的最大河流的发源地，横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1]，为

数十亿人提供了至关重要且可靠的水源[2‒4]。然而，青

藏高原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所经历的气候变化几乎是

全球变暖速率的三倍[5]，1955—1996年间年平均气温每

十年上升了 0.16℃，而 1998—2013年间年平均气温每十

年上升了高达 0.25℃ [6]。1980—2018 年间“亚洲水塔”

的升温速率为每十年0.42℃，是全球平均速率的两倍[7]。

不断上升的气温对青藏高原的冰雪层产生了诸多不利影

响，导致冰川退缩、积雪减少、永久冻土层解冻等。这也

对青藏高原地区及其流域的水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8]。

随着这些变化的持续甚至加剧，将影响数十亿人的水资源

供应[5]。

青藏高原拥有地球上第三大规模的冰川群，总面积约

为50 657 km2，总冰川储量约为4680 km3。然而，全球变

暖加速了该地区冰川的融化。过去半个世纪里，高原82%

的冰川已经退缩，冰川体积缩水了15%。青藏高原的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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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48 800 km2减少到 21 世纪初的

44 400 km2，总计减少了 9.05%，平均每年减少约

147 km2。该地区的多年冻土（估计面积约为1 480 000 km2）

也出现了退化[9]，过去十年间总面积缩水了 16% [5,10]。

多年冻土的下限海拔上升了 80 m [11]，埋藏在地表以下

的深度增加了0.50 m [12]。

研究表明，积雪和冰川的融水是河流的上游流域的重

要水源[13]，并且融水量将直接影响河流流量的季节分布

特征[1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

报告[13]显示，以融雪为主并受冰川供水的河流的径流量

和季节变化已经受到高山地区雪水和冰川的影响，并且这

些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当地的水资源和农业活动。该报告还

显示，由于冰川融化加剧，部分以冰川供水的河流夏季和

全年的径流量有所增加。

对于青藏高原地区，已有研究[14]表明湄公河上游地

区的融雪径流呈增加趋势，而怒江上游地区的融雪径流呈

减少趋势。湄公河上游的融雪径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世纪头十年的峰值期比 1964—1990年的基准期提前一

个月，而降雨形成的径流可能占到湄公河和怒江上游地区

总径流的84%以上[15]。其他研究还显示，融雪对水流的

贡献更为突出[16]，特别是海拔 2000 m以上的源区流域

[17‒18]。然而，随着冰川覆盖的减少，冰川融水的贡献

可能会减少。有部分研究[19]表明，冰川融水的贡献在21

世纪早期可能已经达到临界点，除长江上游外，冰川面积

可能已减少超过 20%，并预测冰川融水在 21世纪 30年代

后可能进一步减少。观测数据还显示，自 20世纪后期以

来，冰川融水对径流的贡献呈下降趋势[10]。

青藏高原地区多年冻土的退化也对水文过程和径流量

产生了显著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湖泊数量及其相应的表

面面积显著增加[20]。据估计，多年冻土退化对黄河唐乃

亥处的年径流的贡献高达 4.9% [21]。径流预测结果[14,

22]表明，随着降水量和冰雪融化的增加，大多数河流源

头地区的水流量将增加，并且在未来的气候变化情景下，

洪水等水文极端事件将更加频繁发生。

除了对一些单独流域的研究[15‒16]以外，也有很多

学者对该地区主要河流的河川径流量变化进行了深入探

讨。例如，一些研究[12,22]对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化进行

了考察，发现青藏高原东南部分源区流域的水流呈增加趋

势。相反地，黄河源区流域的水流呈减少趋势。此外，还

有许多发表在 Science和Nature期刊上的论文，讨论了青

藏高原地区因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引起的水资源安全问题

[1‒5,23]。

在应对气候变化对其影响的背景下，为了揭示长江、

黄河以及跨境河流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源区流域

可能已经发生的径流变化特征，本研究旨在确定气温和降

水的变化转折点，并描述相应时段的径流变化趋势及影响

因素，以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与气候模型预测结果相比，

重要河流流域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是否变得更为紧迫。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其东

西跨度达 2800 km，南北宽度在 300~1500 km之间，总面

积达2.5 × 106 km2，平均海拔超过4000 m。青藏高原是许

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包括长江、黄河、怒江、澜沧江、

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以及塔里木河，这些江河分布

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本研究旨在分析这八条主要

河流源区气温和降水等气候要素以及径流水文要素的变化

特征，以全面了解该地区历史水文气候条件时空演变规

律。然而，恒河、印度河和塔里木河的长期径流数据无法

获取。图1展示了长江、黄河、怒江、澜沧江和雅鲁藏布

江的源区流域及其控制水文站，表1列出了各子流域的特

征。长江、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源区等流域对河流

总径流的贡献比例低于60%。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该地区可获得的最长序列历史气温、降水

和径流数据（表 2）。径流观测数据来自水利部印发的

《中国水文年鉴》。降水和气温观测数据来自中国气象局

（CMA）中国气象数据服务中心（https://data. cma. cn）

[25]，基于观测的月尺度格点降水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NOAA）全球降水气候中心（GPCC，

https://psl.noaa.gov/data/gridded/data.gpcc.html）[26]。月尺

度格点气温数据（GHCN_CAMS，https://psl.noaa.gov/da‐

ta/gridded/data.ghcncams.html）同样下载于NOAA [24]。

我们在研究区域对比了CMA和GPCC的降水数据集

（图2），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然而，这

两个数据集都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均在 0.9 以

上，这种系统性偏差不会影响对变化点和趋势的统计分

析。由于CMA数据仅适用于青藏高原中国境内的部分地

区，本研究采用了GPCC数据以完全覆盖整个青藏高原

地区。

2.3.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非参数统计方法，使用Pettitt检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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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识别时间序列数据中的突变点，并使用Mann-Kendall

（M-K）检验[28]来分析时间序列的趋势。M-K方法不要

求数据服从特定的分布，测试范围广，适用于随机和非正

态分布的水文气象数据的趋势检验。

2.3.1. Pettitt突变点检验

Pettitt检验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可以识别时间序

列数据中是否存在突变点。对于包含n个样本的时间序列

数据，我们对所有从1到n的随机变量进行Ut统计值的评

图1. 各主要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上游流域及其水流测流站的区域地图。方框中标注了1999—2018年期间径流变化趋势的幅度，以m³·(10a)−1和%·(10a)
−1来表示，红色表示增长趋势，蓝色表示减少趋势。

表1　主要河流流域及其源区流域的特征

River basin

Yangtze River

Yellow River

Langcang River

Nujiang River

Yarlung Zangbo River

Total ba‐

sin area 

(km2)

1 800 000

752 443

795 000

325 000

543 000

Basin pop‐

ulation 

(×103)

450 000

324 000

72 000

24 000

118 500

Annual 

precipita‐

tion (mm)

1 050

450

1 411

644

1 086

Annual aver‐

age streamflow 

(×109 m3·a−1)

900

56

475

210

625

Hydrologic gag‐

ing station (with 

abbreviation in pa‐

rentheses)

Zhimenda (ZMD)

Panzhihua (PZH)

Tangnahai (TNH)

Lanzhou (LZ)

Changdu (CD)

Jiuzhou (JZ)

Jiayuqiao (JYQ)

Nuxia (NX)

Headwa‐

ter subba‐

sin area 

(km2)

137 704

246 308

121 972

219 879

53 512

85 701

73 632

201 809

Percentage 

of subbasin 

area (%)

7.65

13.68

16.21

29.22

6.73

10.78

22.66

37.17

Subbasin stream‐

flow contribu‐

tion to the river 

basin (%)

1.48

6.27

36.30

54.82

3.28

6.33

11.89

9.56

Period of 

observed 

data

1957‒2018

1966‒2018

1956‒2018

1950‒2018

1960‒2018

1956‒2018

1981‒2018

1956‒2018

表2　数据来源

Data type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Streamflow

Data obtained

Observed

Reanalyzed

Observed

Reanalyzed

Observed

Period

1961‒2020

1891‒2016

1961‒2020

1948‒2018

1961‒2018

Interval

Daily

Monthly

Daily

Monthly

Monthly

Spatial resolution

0.25° × 0.25°

0.5° × 0.5°

0.25° × 0.25°

0.5° × 0.5°

8 stations

Source

CMA

GPCC

CMA

GHCN_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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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Vt是一个临时统计值。Ut和Vt的计算如公式（1）和

（2）所示：

Ut =Ut - 1 +Vt      t = 2 3  n （1）
Vt =∑j = 1

n sgn ( )xt - xj （2）
U1 =V1 （3）

其中，sgn是符号函数，xt和 xj是随机变量，xt在时间上跟

随 xj。在Ut中具有最大绝对值的Kt被选为最显著的变化

点，统计值P表示为下面的方程（4）：

P = 2exp [-6K 2
t (n3 + n2 )] （4）

其中，当P小于0.05时，认为突变点显著。当P小于0.01

时认为突变点非常显著。

2.3.2. M-K趋势检验

M-K检验是一种常用的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已被

证明在分析时间序列趋势时具有可靠性。这种方法不要求

数据服从特定的分布，测试范围广泛，适用于对随机和非

正态分布的水文气象数据进行趋势检验。

M-K检验检查了标准化M-K统计量 Z的显著性，其

中 α < 0.05表示显著变化，α < 0.01表示非常显著变化。

时间序列的统计值S的定义如方程（5）所示：

S =∑i = 1

n - 1∑j = i + 1

n sign ( )xj - xi （5）
其中，xi和 xj是随机变量，xj在时间上跟随 xi。统计值S的

正值表示时间序列上升趋势；反之，负值表示下降趋势。

当数据长度 n大于 8时，可以认为 S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假

设，其期望E (S)和方差Var (S)可以分别表示为方程（6）

和方程（7）：

E (S ) = 0 （6）

Var (S)=
1

18
[n (n - 1) (2n + 5)] （7）

标准统计值ZS由方程（8）计算：

ZS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S - 1) Var (S) S > 0

0                             S = 0

(S + 1) Var (S) S < 0

（8）

对于随机序列，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关键检验值

Zα/2可以在正态分布表中找到。1.96 < |ZS| ≤ 2.58 表示在

0.05的置信水平下，序列具有显著的变化趋势；当|ZS| > 

2.58时，表明数据序列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的变

化趋势。

3. 结果与讨论

3.1. 气候与径流序列突变点

本研究对气温、降水和流量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了Pettitt检验，以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突变点。可能发

生变化的年份及其统计学显著性列在表 3中。可以看出，

大多数源区流域的气温突变发生在 1998年，且具有统计

学显著性；这种变化与 IPCC 报告的全球气温变化一致

[13]。对于年降水来说，只有直门达（ZMD）在 1980年

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其他所有流域检测到的突变点在统计

上不显著。直门达、攀枝花（PZH）、嘉玉桥（JYQ）和

奴下（NX）的径流在1998—1999年发生了显著变化；旧

州（JZ）、唐乃亥（TNH）和兰州（LZ）在1987—1990年

左右出现突变点，昌都（CD）在2008年有明显变化，但

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在随后的M-K趋势分析中，除了 1961—2018年的长

图2. 各流域内中国气象局（CM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全球降水气候中心（GPCC）提供的再分析数据之间的年降水量比较。其

中，P_CMA代表CMA数据，P_GPCC代表GPCC数据。（a）ZMD；（b）PZH；（c）CD；（d）JZ；（e）NX；（f）JYQ；（g）TNH；（h）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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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气温数据外，本研究还根据气温在 1998年左右的显著

变化点，将数据分为 1961—1998年和 1999—2018年两个

时期。为了与气温进行比较，对于降水和径流分析分别在

1961—2018年、1961—1998年和 1999—2018年三个时期

进行。

3.2. 气候与径流序列长期变化趋势

图3显示了八个源区流域的1961—2018年（红色线）、

1961—1998年（蓝色虚线）和1999—2018年（蓝色虚线）

时期的时间序列和线性回归线。表4列出了线性回归线的

斜率，气温的单位为每十年的变化幅度（℃），降水和径流

的单位分别为每十年的变化幅度（× 109 m3）和每十年百分

比（%）。图4比较了八个源区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年降水

和年径流量的变化趋势幅度。此外，还对月气温、降水和

径流数据进行了趋势分析，以了解月尺度上的变化趋势。

3.2.1. 气温加速上升

从表4可看出，所有源区流域1961—2018年的年平均

气温都持续上升，变化幅度从奴下流域的0.20到攀枝花流

域的 0.37不等。然而，1961—1998年和 1999—2018年时

期的变化趋势显示，自 1998年以来，气温呈现出加速上

升的趋势，趋势平均为0.38 °C·(10a)−1（图3和表4），高于

全球变化[29]，约为1961—1998年气温上升速率[0.12 °C·
(10a) −1]的三倍。这一增长趋势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P）2-4.5情景[23]的预测变化趋势相似。令人担忧的

是，雅鲁藏布江流域（奴下）1998年以来的增长速度高达

0.63 °C·(10a)−1，高于SSP3-7.0情景的预测0.56 °C·(10a)−1

的速度。

M-K检验显示，所有源区流域在 1961—2018年各月

份月平均气温（AMT）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图 5），尽管

统计显著性水平略有不同。在长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源

区流域的所有月份中，AMT上升幅度均显著；在雅鲁藏

布江源区流域，AMT在所有月份中（除了 1月和 3月外）

均显著上升。对于唐乃亥和兰州流域，除 4月和 5月外，

所有其他月份的AMT都显著上升。

为了了解气温、降水和径流量的季节性变化，本研究

比较了 1998年前后月均值的百分比变化（图 6）。这种变

化一直在持续增加，且变化模式在地理上保持一致。在青

藏高原东部和东北部的流域（包括长江、雅鲁藏布江、澜

沧江和怒江），自1998年以来，平均月气温（AMT）在夏

季有中等程度的增加，在冬季有显著的增加。对于黄河的

青藏高原北侧，尽管夏季有中等气温增加，而冬季有显著

增加，但最大的增加推迟到了 2月。12月、1月和 2月的

显著升温可能意味着冰川和积雪的积累减少[17]。气温的

中等增加可能会加剧积雪、冰川和多年冻土的融化。夏季

和冬季气温升高速度介于 SSP3-4.5和 SSP3-7.0的预测之

间，可能会加速青藏高原冰川的退缩，甚至导致其消失。

3.2.2. 降水时空变化特征

降水的突变点除了直门达之外都不显著。为了与温度

一致，本研究将降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成了1961—1998年

表3　突变点及其统计显著性

Station

ZMD

PZH

CD

JZ

JYQ

NX

TNH

LZ

Temperature

Change 

Point

1998

1998

1998

1993

1998

1996

1998

1998

P-value

1.13 × 10−7***

8.62 × 10−8***

8.62 × 10−8***

7.88 ×10−8***

1.24 × 10−7***

1.77 × 10−7***

1.03 × 10−7***

2.11 × 10−7***

Precipitation

Change 

Point

1980

1998

2006

2007

2007

1985

1985

2003

P-Value

0.04**

0.23

0.08

0.48

0.14

0.72

0.07

0.09

Streamflow

Change 

Point

1999

1998

2008

1987

1998

1998

1990

1987

P-value

0.03**

0.09*

0.13

0.57

0.04**

0.09*

0.02**

0.01***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level greater than 90%, 95%, and 99%, 
respectively.

表4　1961—2018年、1961—1998年以及1999—2018年三个时期每十年的气温（T，℃）、降水（P，mm）、流量（Q，× 109 m3）和每十年变化百分比（PC，%）的

变化趋势

Basin

ZMD

PZH

CD

JZ

JYQ

NX

TNH

LZ

1961‒2018

T

0.34

0.37

0.33

0.35

0.33

0.20

0.33

0.23

P

7.97

2.71

9.75

2.81

7.23

0.24

10.83

9.69

Q

0.53

1.40

0.34

−0.16

1.05

0.22

−0.65

−1.34

PC

3.97

2.48

2.16

−0.55

4.22

0.37

−2.11

−4.38

1961‒1998

T

0.15

0.22

0.16

0.24

0.20

−0.09

0.02

0.08

P

4.92

6.25

6.41

8.00

8.52

4.74

4.26

0.36

Q

−0.61

1.18

−0.92

−0.16

2.31

−3.03

−1.12

−2.96

PC

−4.60

2.10

−5.87

−0.51

9.26

−5.07

−3.64

−9.66

1999‒2018

T

0.39

0.43

0.26

0.30

0.34

0.63

0.36

0.32

P

−20.52

−51.83

−7.12

−26.59

−47.90

−72.72

101.26

89.87

Q

1.74

−5.88

2.69

−5.08

−3.03

−5.45

2.47

4.39

PC

13.03

−10.43

17.25

−16.89

−12.11

−9.12

8.04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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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源区流域气温、降水和径流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变化趋势。红线是1961—2018年间的线性拟合线，蓝色虚线分别表示1961—1998年和1999—
2018年期间的线性拟合线，相应的红色和蓝色标签表示变化趋势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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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99—2018年两个时期。

表 4的结果显示，从 1961—2018年，所有源区流域

的年均降水（AAP）都呈上升趋势，变化速率在 0.24~

10.83 mm·(10a)−1 之间。对于 1961—1998 年的时期，所

有源区流域的 AAP 也呈上升趋势，变化速率在 0.36~

8.25 mm·(10a)−1之间。然而，自 1998年以来，AAP的变

化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青藏高原东部，包括长江、雅

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发源地，AAP转为下降

趋势，变化速率在−7.12~−72.72 mm·(10a)−1之间。相反，

在黄河源区流域， 1999—2018 年的 AAP 高于 1961—

1998年的AAP，并且呈现出高达 89~101 mm·(10a)−1的上

升趋势。

青藏高原地区的气候变化还导致了降水的明显年际变

化（图 6）。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源区流域

的月平均降水（AMP）在11月和12月有所减少，但在其

他月份都有所增加。在黄河源区流域，AMP在7月和8月

减少，但在其他所有月份增加。

3.2.3. 径流变化及贡献因素

降水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径流量、冰川融化、雪融化、

多年冻土退化以及下垫面条件的变化，随后通过改变水文

过程对径流量产生了间接影响。统计上来看，在青藏高原

东部的所有源区流域（除旧州在 1961—2018 年的时期

外），流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直门达、攀枝花、昌

都和嘉玉桥的变化速率大于2%·(10a)−1。然而，黄河的唐

乃亥和兰州源区流域在1961—2018年内流量呈下降趋势，

百分比变化超过了每十年−2%。这个结论与Zhang等[12]

的研究结果一致。毫无疑问的是，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

看，分析时段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因此本研究

特别关注了自 1998年以来温度突变对径流量的影响，发

现 1998年之前和之后的降水和径流量的变化趋势明显发

生了转变。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八个源区流域的降水在 1961—

1998年期间呈上升趋势，但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变为下

降趋势，而黄河源区则在 1999—2018年期间呈现加速增

长的趋势。作为降水、冰川和雪融化以及多年冻土融化综

合效应的结果，虽然降水在1998年后呈下降趋势，但直门

达和昌都的流量从1998年前的负变化速率[−4.60%·(10a)−1

和−5.87%·(10a) −1]转为 1998 年后正变化速率，分别为

13.03%· (10a) −1 [1.74 × 109 m3· (10a) −1]和 17.25%· (10a) −1

[2.69 × 109 m3·(10a)−1]。这些源区流域的变化可能是由于

增加的积雪和冰川融化补偿了降水减少导致的水源补给

损失。

然而，在直门达下游的攀枝花以及昌都下游的旧州，

径流在 1999—2018年期间呈现出更快速的减少趋势，分

别为−5.884 × 109 m3· (10a) −1 [−10.43%· (10a) −1]和−5.08 × 

109 m3·(10a)−1 [−16.89%·(10a)−1]，这更符合该地区降水的

变化趋势。嘉玉桥和奴下的径流量也呈下降趋势，1999—

2018年的变化速率分别为−3.03 × 109 m3·(10a)−1 [−12.11%·
(10a)−1]和−5.45 × 109 m3·(10a)−1 [−9.12%·(10a)−1]，这些趋

势都非常显著。

对于黄河而言，唐乃亥和兰州径流量变化趋势从

1961—1998年的下降转变为自1998年以来的上升，增加速

率分别高达 2.47 × 109 m3· (10a) −1 [8.04%· (10a) −1]和 4.39 × 

109 m3·(10a)−1 [14.29%·(10a)−1]，这与唐乃亥和兰州子流域

的降水增加高达 101.26 mm·(10a)−1和 89.87 mm·(10a)−1呈

正相关。

显然，基于1961—2018年时期的分析以及基于1961—

1998年和 1999—2018年时期的分析中，降水和径流量的

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中的比较分析表明，根据

变化点划分时间序列数据将更有信息量，也是趋势分析的

图4. 1961—2018年、1961—1998年和 1999—2018年时段的变化趋势幅

度：年平均气温（a）、年降水量（b）以及年平均径流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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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

研究还分析了降水和径流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了解

降水对 1961—2018年、1961—1998年和 1999—2018年时

期的径流量影响程度（见表 5）。相关系数表明，长江、

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源区的径流量与降水之间存在

较好的相关性（见表 5），1961—1998年时期的相关系数

为 0.68~0.85，1999—2018年时期为 0.60~0.76。与降水相

关性的略微减少可能意味着由于该地区加速升温，积雪和

冰川融化在径流量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黄河

而言，唐乃亥的径流量与降水呈负相关。相反，在兰州，

1961—1998年时期的相关系数为 0.68，但由于人类活动

（如取水和修建水电大坝），1999—2018年时期的相关系

数降至0.18。尽管预测青藏高原的融化冰川将在未来几十

年中导致水资源补给减少[4,17,30‒31]，但在长江、雅鲁

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源区流域，降雨和冰雪融水贡献了

径流量的 88%以上，仅不到 11%的径流量来自冰川融水

（表6）[32]。

4. 结论

总体而言，本研究分析表明，这五条主要河流发源地

流域的年平均气温自 1998年以来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十

年增加 0.38 ℃，比 1961—1998年间增长速度要快三倍以

上；这种变化的速度与SSP2-4.5情景类似。雅鲁藏布江流

域的气温增幅高达 0.63 ℃·(10a)−1，超过了SSP3-7.0情景

预测的0.56 ℃·(10a)−1。

自 1998年以来，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

流域的发源地降水明显减少，降水变化率为− 7.12~

−72.72 mm·(10a)−1。相比之下，黄河发源地的降水明显增

加，增长趋势高达89.87~101.26 mm·(10a)−1。

尽管冰川退缩已经对河流径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

继续产生影响，但降水变化对流域水流特征的变化也产生

图5. 基于M-K分析Z值的1961—2018年时段内月气温、降水和径流量的变化趋势，其中虚线表示Z值为±2.49，表明在置信水平为0.01时存在显著的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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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影响。唐乃亥和兰州流域的降水增加导致径流量分

别以 2.47 × 109 m³·(10a)−1 [8.04%·(10a)−1]和 4.39 × 109 m³·
(10a)−1 [14.29%·(10a)−1]的速率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降水

减少，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发源地径

流量减少，流量减少率为−12.1%·(10a)−1~−16.9%·(10a)−1。

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趋势可能造成中

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水资源危机。

在季节上，冬季气温的显著升高和夏季气温的适度升

高会改变该地区冰雪的冻结状况和多年冻土的融化。可能

受降雪量减少的影响，青藏高原东南地区的AMP在11月

和12月减少，但在4~6月增加。黄河源区7月和8月AMP

减少，其余月份降水均升高。从11月到次年3月，所有源

区流域的流量都有明显的增加，但在夏季前后，特别是在

8月的流量有所减少。

这些变化反映了由于全球变暖对温度的影响以及随

之而来的冰川退缩、积雪覆盖和深度减少、多年冻土退

化、降水变化等特征，进而改变了这些流域的水文季节性

规律。本研究的对比分析表明，基于突变点划分时间序列

数据，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对趋势分析十分重要。

图6. 1961—1998年和1999—2018年时段每月气温变化（℃）（a）、降水量（b）和径流变化百分比（c）。（i）ZMD、PZH、CD、JZ、JYQ和 NX；（ii）
TNH和LZ。

表5　1961—2018年、1961—1998年和1999—2018年降水量与水流量之

间的相关性

Basin

ZMD

PZH

CD

JZ

JYQ

NX

TNH

LZ

1961‒1998

0.66

0.85

0.72

0.85

0.80

0.79

−0.13

0.68

1999‒2018

0.60

0.71

0.74

0.73

0.76

0.74

−0.41

0.18

1961‒2018

0.68

0.79

0.74

0.81

0.78

0.74

−0.24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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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降雨（R）、融雪（S）和冰川融水（G）对源区流域和河流流域流量的贡献

River basin

Yangtze River

Yellow River

Langcang River

Nujiang River

Yarlung Zangbo River

Headwater 

basin area (km2)

137 704

121 972

53 512

73 632

201 809

Subbasin 

area (%)

7.65

16.21

6.73

22.66

37.17

Land surface cover

Glaciated 

area (%)

0.93

0.10

0.43

1.28

10.18

Snow cover 

area (%)

99.07

99.90

99.57

98.72

89.82

Permafrost 

area (%)

97.84

52.27

38.35

42.87

33.26

Contribution to the headwater 

basin streamflow [33]

R (%)

71.30

76.80

77.70

74.80

65.40

S (%)

22.20

22.40

20.90

20.40

23.00

G (%)

6.50

0.80

1.40

4.80

11.60

Contribution to the river 

basin streamflow [33]

R (%)

5.45

12.45

5.23

16.95

24.31

0.33

8.13

0.69

2.43

2.20

S (%)

0.06

0

0.01

0.06

1.18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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